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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政策的地方实践： 场域、 策略及效果
———基于Ｊ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的实证分析

吴　 淼　 郭瑞莲

【摘要】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生态政策的特殊性使生态政策实施受到学界广
泛关注。但是，现有关于生态政策落实的主流研究，在“政策执行偏差”的框
架下对政策实践的多面向和地方政府的复杂策略缺乏深入讨论。鉴于此，论文
在制度复杂性视角下建构“多重制度逻辑－组织响应”的分析框架，采用单案
例研究方法，通过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梳理Ｊ湖国家湿地公园项目建设历程，
并结合政府文件和媒体报道等各种定性数据进行分析，尝试对生态政策地方实
践的复杂性进行开创性探讨。研究发现：（１）具有模糊属性的生态政策可能使
地方政府原本动态、不一致的组织场域更加复杂化；（２）在不同的制度复杂性
样态中，地方政府对生态政策的理解和定位存在差异，并采取情境化的行动策
略；（３）生态政策在地方的“搭配性”实践对政策结果产生了复杂影响。研究
结果进一步表明，国家生态政策为地方发展提供了机遇，但生态政策的模糊性
也可能导致部分甚至核心政策目标难以实现。论文丰富了生态政策地方实践多
样化的研究图景，有利于深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理解，同时也为模糊性生态政
策的反思和重构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生态政策　 组织场域　 多重制度逻辑　 地方实践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２１）０６ － ０１２４ － ２０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中国生态保护与修复受到政府高度重视并取得积极成效（常纪文，
２０１９）。但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国情下，生态保护目标与环境
资源开发利用之间仍存在巨大张力，国家生态政策在地方落实过程中面临着复
杂情境。一方面，生态目标的模糊性和生态政策实施的跨域性为地方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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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宽松的策略选择空间（黄晗，２０１３）；另一方面，无论是从“注意力”分配
还是从资源利用而言，生态政策目标均与绝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务———经
济发展相抵牾（钟兴菊，２０１７）。因此，即便在中国单一制下，生态政策的实践
也可能远比“中央顶层设计－地方政策执行”的图景丰富，且呈现出更为复杂
多样的逻辑和效果。那么，国家生态政策是如何进入地方并构建出复杂政策情
境的？在这种情境下，地方政府面临哪些制度逻辑并采取何种行动策略？不同
策略又会怎样影响生态政策实践效果？

当下，学界关于生态政策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重点关注生态政策地
方执行的偏差，并沿循政策过程形成了三种主要解释进路。一是认为这种偏差
缘于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在中国政策执行情境中，生态政策自上而下制定具
有快速构建相关组织的优势（李侃如、李继龙，２０１１），但也存在政策落实过程
中一旦缺乏中央强力支撑就会面临合法性障碍的隐患（Ｊｏｈ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Ｒｏｏｉｊ （２０１０）更为详细地论述了“央地”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因存在偏好差异
和利益冲突而带来的实施阻碍。与关注政策伊始环节不同的是，有部分学者认
为政策落实过程中激励不足才是造成执行困境的主因（任丙强，２０１８），并由此
形成第二种研究进路。这类研究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体系视为影响生
态政策落实的决定性因素，认为量化管理与目标责任制是尤为关键的约束和激
励机制（陈佳等，２０１５；唐啸等，２０１６）。不过，中国生态政策激励结构是倒错
的（Ｒａｎ，２０１３），中央政府将晋升作为鼓励地方官员执行生态政策的主要方式
（陈潭、刘兴云，２０１１），然而在实践中，生态指标的模糊性导致这种激励方式
并未实现有效动员，反而可能诱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变通执行现象
（钟兴菊，２０１７）。除激励机制外，也有学者从第三种研究进路———监督问责机
制探究偏差存在的原因，他们认为正是监督问责的不到位为地方落实生态政策
提供了较大的自主空间。尽管生态保护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中央和上级政府很
难因生态问题对地方领导尤其是对“一把手”进行问责（Ｈｅｂｅｒｅｒ ＆ Ｓｅｎｚ，
２０１１）。究其原因，不仅地方财政压力（包国宪、关斌，２０１９）和政策模糊性
（冉冉，２０１４）是影响监管效度和力度的关键，地方分权在鼓励地方落实政策的
同时，也为不同层级政府间进行责任推诿提供了机会（冉冉，２０１９），一些地方
政府为应对监管甚至出现“共谋”等异化现象（周雪光，２００８）。

另外，相当一部分学者着力从中国特色行政体制角度寻求生态政策执行偏
差的有效解释。他们认为在“压力型体制”（荣敬本，１９９８）和“晋升锦标赛”
（周飞舟，２００９）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往往专注于短期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意识
的形成和巩固比较困难（袁方成、姜煜威，２０２０）。同时，中国的“条块关系”
经常会导致“双重领导”，进而不利于生态政策落实过程中的部门合作（周雪
光、练宏，２０１１）。

综上，现有研究主要从政策制定、激励机制、监督问责机制和行政体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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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角度阐释国家生态政策地方执行偏差的现象，这对于理解和诊断中国生态
政策地方落实现状无疑具有重要启示，但仍留有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首先，
地方政府本身面临着多重利益博弈和策略空间，其意愿与行为直接影响生态政
策效能（金太军、沈承诚，２０１２），而既有研究主要集中探讨外生性因素对地方
政府的影响，对于地方政府自身复杂的动机及其行为逻辑的研究阙如；其次，
绝大部分研究将生态政策视为“制定－执行”的单向过程，聚焦于中央对地方
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激励和约束，鲜少关注生态政策实践过程中自下而上的
逻辑和地方政府面临情境的多样性；最后，现有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生态
政策执行过程，往往将生态政策的执行视为在特定结构之中，对地方政府所处
场域的动态性重视不够，难以解释地方政府实践策略的情境性和非一致性（崔
晶，２０２０）。总之，目前学界基于政策执行视角对生态政策执行偏差、异化的解
释，一方面对生态政策地方实践的多样策略和复杂面向缺乏足够重视；另一方
面，也有意无意地简化了地方政府的制度化行为空间。因此，国家生态政策地
方实践的逻辑仍是亟待开启的“黑箱”。

为打开这一“黑箱”，进而更好地理解地方落实生态政策的复杂面向，本文
尝试把地方政府的自主性重新“带回来”，以突破现有政策执行自上而下的研究
视角，将生态政策地方实践视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过程。为此，本
文基于“制度复杂性”视角构建“多重制度逻辑－组织响应”分析框架，并以
Ａ市Ｊ湖国家湿地公园项目为例，具体展示生态政策地方实践的复杂面向。研究
发现，生态政策的模糊性在为地方政府面对多种压力和竞争情境下进行自主选
择行动策略提供便利的同时，可能会加剧地方政府所处场域的复杂化和动态化；
多重制度逻辑下的地方政府采用情境化、多样化的行动策略导致了生态政策实
践的复杂后果。

二、理论框架构建

中国生态政策的地方实践本质上是错综交织的组织行为，纵向来看，中央
与地方存在着利益冲突；横向而言，多重制度逻辑之间存在着目标差异（李晓
丹、刘洋，２０１５）。引入制度复杂性视角分析中国生态政策地方实践，不但具有
高度的适配性，而且对于拓展制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地方实践生态政策的多重制度逻辑
制度逻辑的研究最早出现在社会学领域，其核心观点认为行为者的行动会

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和塑造（Ｒｕｂｉ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７）。Ｔｈｏｒｎｔｏｎ和Ｏｃａｓｉｏ （１９９９）
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研究，并将制度逻辑定义为“由社会建构起来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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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实践、假定、价值观、信念以及规则的历史模式，个体通过这些模式生产
和再生产他们的物质生活、组织时间和空间，以及为社会现实赋予意义”。早期
的制度理论主要强调单一制度逻辑的相对稳定性和对场域内组织行为的同构作
用，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仅仅考虑某种制度逻辑难以解释现实中组织行
为的多样化和差异性，而事实上组织经常处于多重制度逻辑构成的复杂场域中。

因此，本文借助组织场域理论理解内部行动者的互动关系（Ｗ 理查德·斯
科特，２０１０），可以更清晰地呈现地方实践的多重制度逻辑。首先，从场域内组
织间的关系来看，纵向的“压力型体制”和横向的“府际竞争”催生了地方发
展逻辑。在中国单一制下，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政策要求会通过科层体系向下层
层传导，并以目标考核的方式（王汉生、王一鸽，２００９）推动地方政府加快经
济社会发展。同时，由于“晋升锦标赛”机制的存在，横向政府间也会形成以
ＧＤＰ为核心的“同侪竞争”关系，从而使地方发展逻辑长期居于主导位置。其
次，从场域内主体间的关系来看，自下而上的公众诉求和舆论监督使地方政府
形成了生态保护逻辑。长期以来，唯ＧＤＰ的发展理念使地方政府“有意”忽视
生态保护。但是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逐渐提升（龚勤林等，２０２０），当公民个体
或利益群体就生态问题向相关部门进行批评、建议和反馈，抑或借由新闻媒体
对生态问题进行挖掘和报道时，这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形成生态保护逻辑。最
后，自上而下的理念传导和自下而上的生态诉求相结合（任丙强，２０１８），形成
了生态文明建设逻辑。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萌芽起，经过了漫
长的探索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
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生态文明政治议程的提升，既与
公众对美好生活的诉求相契合，又使生态治理在地方发展中的位置产生重要变
化。此外，媒体舆论的宣传和引导作用也督促着地方政府形成生态文明建设逻
辑。由此，如图１所示，生态政策地方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三重制度逻辑：地方
发展逻辑、生态保护逻辑、生态文明建设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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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生态政策地方实践的多重制度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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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制度逻辑并存往往出现不兼容的情况，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等学者（２０１１）称之
为“制度复杂性”。早期，针对制度复杂性的研究强调两个维度：制度逻辑的数
量和兼容程度。近年来，Ｂｅｓｈａｒｏｖ和Ｓｍｉｔｈ （２０１４）进一步发现制度逻辑会随时
间动态演变，并依据“兼容性”和“中心性”两个维度将多重制度逻辑组合划
分为竞争型、同盟型、疏远型和主导型。

虽然相关研究已经关注到时间和场域对制度复杂性的动态影响，但是学者
们通常认为制度复杂性是暂时的，一旦有新的主导逻辑占据优势位置，组织就
会重回稳定状态，这就忽视了制度复杂性持续存在的可能性（Ｇｒａｎｑｖｉｓｔ ＆
Ｇｕｓｔａｆｓｓｏｎ，２０１６）。实际上，当具有模糊性的生态政策嵌入地方政府行动场域
时，一方面，政策本身会加剧制度复杂性；另一方面，随着政策的长期实施，
地方政府的实践策略会产生累积效应，从而不断清晰或转译生态政策的模糊目
标。因此，本文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包含：随着时间的演变，生态政策地方实践
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制度逻辑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地方政府在各个阶段的响应策
略有何不同？

（二）组织响应制度复杂性
面对制度复杂性，地方政府该采取何种行动策略？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学

者Ｏｌｉｖｅｒ （１９９１）认为，组织在响应制度压力时，一般会采用默许、折中、逃
避、反抗和操纵这五种策略。但是这一早期研究只针对单一制度压力，对于分
析组织响应多重制度压力而言存在明显局限。近年来，基于制度逻辑视角探讨
组织响应策略的研究不断涌现，学者们主要提出了区隔策略、解耦策略和混合
策略。区隔策略是将不同的制度逻辑进行区分并隔离在组织内部不同的结构单
元中，以此来降低组织面临的制度复杂性（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但这也有
可能导致组织内部关系僵化继而引发冲突。解耦策略即组织表面上象征性地执
行某项制度要求，但实际运作中仍按照自己的核心逻辑执行（Ｅｖａ ＆ Ｊｏｎｓｓｏｎ，
２００８）。混合策略是指一个组织结构主要依靠内部成员和内部机制，容纳和平衡
多种使命目标和多重制度逻辑。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组织通过采用混合策略
整合多重冲突逻辑形成混合组织是行之有效的响应方式（Ｂａｔｔｉｌａｎａ ＆ Ｌｅｅ，
２０１４）。但是这一视角只能较好地解释不同场域中组织响应策略的多样性，很难
解释同一场域中组织的差异化行为。

因此，学界开始引入组织身份视角关注组织的异质性，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研究是Ｋｒａａｔｚ和Ｂｌｏｃｋ （２００８）提出的四类组织反应，分别为：通过删除或者边
缘化一种或多种制度身份来消除复杂性造成的紧张；通过增加身份之间的协同
性来平衡多种制度要求；通过建立持久身份以获得制度制定权，从而对外部和
多样的服从压力产生免疫力；通过区分身份来应对多样的制度要素。由此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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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文献只呈现出零散的组织策略选择方式，并未针对持续的制度复杂性进行
周期性的策略研究。而深入探讨历时权变特征下组织持续的策略转换，正是本
文的研究重点之一。

（三）多重制度逻辑－组织响应：一个理论框架
如前所述，在中国单一制下，模糊性生态政策作为地方政府的实践对象面

临着多变的执行情境。与此同时，生态政策被引入地方场域后，将作为一个独
立变量重塑地方政府原有的制度逻辑，使地方政府所处的场域更加复杂化、动
态化，最终导致生态政策的实践面向具有多样性。基于此，本文构建“多重制
度逻辑－组织响应”理论框架用于分析生态政策地方实践过程，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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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生态政策地方实践的多重制度逻辑－组织响应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具体而言，首先，生态政策嵌入地方政府行动场域后一般会产生三重制度
逻辑：地方发展逻辑、生态保护逻辑和生态文明建设逻辑。其次，多重制度逻
辑受动态场域影响会衍生出不同程度的制度复杂性。一方面，组织场域通过影
响逻辑数量和兼容程度，从根本上塑造了组织面对的制度复杂性程度（毛益民，
２０１４）。一般认为，制度复杂性程度与制度逻辑数量成正比、与逻辑间的兼容性
成反比关系。另一方面，在历时权变性特征下，多重制度逻辑在场域内动态交
互并形成不同的逻辑组合，其呈现出的竞争、共存、替代等关系影响着场域内
制度的复杂性程度（Ｄｕｒａ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再次，制度复杂性产生的压力对各
个组织的影响不尽相同，地方政府会选取何种策略工具回应制度压力，主要依
据组织结构、组织身份和权力资源等组织属性（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最
后，生态政策的地方实践由于历时性而呈现出动态特征。具体表现为，地方政
府对制度复杂性的响应会产生不同的实践面向，其结果本身的动态性会影响场
域内制度逻辑的变化；同时，地方政府对制度复杂性的持续回应会产生累积效
应，进而强化或弱化生态政策的模糊性，不断改变着地方政府的行动场域。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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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验背景和研究方法

生态政策作为政策的子系统，尽管总体上具有类的特征，但内部结构仍极
具复杂性。探究生态政策地方实践的逻辑，“完美”的研究无疑是既关注其类，
又厘清内部差异。而本文仅限于讨论作为“类”的生态政策，采取“管中窥
豹”的研究策略，以国家湿地公园政策为例来呈现生态政策地方实践历程及其
逻辑，在警惕“以偏概全”陷阱的前提下提高研究的可行性。

（一）国家湿地公园政策：一项模糊性生态政策
自１９９２年中国加入《湿地公约》起，国家逐渐重视湿地保护和恢复，而设

立国家湿地公园制度就是湿地保护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国家湿地公园，是以保
护湿地生态系统为核心，兼顾服务、科教和合理利用示范的人为建制。国家湿
地公园的创设，由地方政府自愿申请试点，获批后自主建设，最后由国家验收
授牌，建设周期不超过６年。在国家湿地公园工程推进过程中，为规范国家湿
地公园的申报、建设和管理，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文件①，从而构成本文所指的国
家湿地公园政策。

作为一项工程的国家湿地公园，已经有２０多年的建设历程，虽然制度规范
都在不断完善，但政策本身及实施过程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韩志明，２０１７）。
具体而言：首先，政策目标的不可量化和相互冲突性。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方针
中“全面” “科学” “合理”以及“持续”都难以量化；“保护” “利用”与
“持续发展”之间也存在冲突，尤其是可能与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不一
致。其次，政策实施的超边界性。中国国家湿地公园政策由中央制定、地方实
践，但建设方式是采用“申报－验收”制，而非层层量化传导执行；同时，国
家湿地公园政策落实具有跨部门、多行业等特征，具体实施责任难以在政府部
门明确划分。最后，政策结果的复杂性和评估的不确定性。生态保护和修复的
成效不仅有赖于专业治理技术，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受人为把控的生态自
身循环与平衡；且国家湿地公园建设缺乏过程性监控，其政策成效以最终验收
评估结果为准，而有相当部分验收指标如“全面保护”等需要专家的主观判断，
这致使评估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０３１

◆论文

① 如：《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２００２—２０３０）》《关于加强
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全国湿地保护工程实施规划（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国家湿地公园评估标
准》《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导则》《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规范》以
及《国家湿地公园管理评估指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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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基于国家湿地公园政策本身的多目标性、工程的复杂性和区域
间的差异性，国家将政策的模糊性作为决策技术，会使地方政府在落实过程中
拥有更多自主空间，以保障政策更有韧性和可实践性（孙志建，２０１２）。与此同
时，模糊性生态政策嵌入地方后也会加剧政策实践情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尝试理解生态政策地方实践的复杂过程和内在机制，因此案例研究方

法是恰当的选择。根据国家湿地公园管理部门在每年检验中的评价：“要防止重
申报轻建设、重经营轻管理、重干预轻自然、重开发轻保护等现象的发生”①，
可推知国家湿地公园政策在地方实践中存在相当多的共性问题。因此，理论上
选择任何一个项目都具有“超越个案”的价值。本文基于研究可行性和便利原
则，选取湖北省Ａ市Ｊ湖国家湿地公园项目作为展示案例，并通过“三角互证
法”，利用访谈资料、政府文件以及新闻报道等多来源资料相互补充和印证，力
保经验材料的信度和研究结论的效度。笔者于２０２０年１月多次深入Ａ市Ｊ湖国
家湿地公园进行实地调查，获得访谈资料５０余份构成研究一手资料；二手资料
涵盖调查中收集到的政策文本、报告文件和相关媒体报道百余篇。这些材料经
过对照、“清洗”和整理后，共同构成支撑研究所需的Ｊ湖案例资料库。

湖北省Ａ市Ｊ湖国家湿地公园从２０１３年准备申报试点建设到２０１９年通过验
收，历时７年，具体项目进程如表１所示。政策实践以２０１６年为时间节点呈现
出明显的“前松后紧”状态，主要原因是项目验收时间逼近和国家政策环境变
化导致地方中心工作转移，因此Ｊ湖国家湿地公园经历了从面源治污到全域治理
的建设过程。然而，成功验收的国家湿地公园项目并未实现全面生态保护，反
而被作为Ａ市的“绿色名片”，成为周边区域发展休闲旅游的重要资源。

表１　 Ａ市Ｊ湖国家湿地公园项目建设历程
时间 主要事件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准备申报材料，并成功以“Ｊ湖”为名申报国家湿地公园试点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面源治污：仅针对污染报道进行湖面治理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书记换任；中心工作从“地方发展”转变为“生态文明建设”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全域治理：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开展水体治理、基础设施和景观建设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通过验收，并成为Ａ市旅游发展的“绿色名片”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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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２０１９年试点国家湿地公园验收情况的通知》（林
湿发〔２０１９〕１１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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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呈现：Ｊ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政策的地方实践

在追求地方发展的目标下，Ａ市政府主动申报Ｊ湖国家湿地公园项目不仅用
于回应湖泊污染这一民生问题，还希望借此打造旅游新品牌、推动当地产业发
展。但是，在国家湿地公园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Ａ市政府一方面要面对地区
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与所承诺的生态修复和保护这两种任务的严重冲突，另一
方面要适应国家政策环境的不断变化。因此，在复杂、动态的政策情境中，地
方政府必然会采取多样化策略实践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政策。

（一）主动承接（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巧借政策谋发展
２０１３年，刚刚上任的Ｘ书记明确Ａ市政府的核心任务是实现“三大目

标”①，进入百强县市行列。由于地理优势，Ｊ湖被Ｘ书记亲定为旅游景区开发
项目。与此同时，国家湿地公园政策中“合理利用”的模糊性要求又极具“吸
引力”，于是Ａ市在市委书记指示下积极申报Ｊ湖国家湿地公园项目。

Ｊ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外溢效用”，既能提高Ａ市生态旅游的知名度，
也能提升周边土地价值、发展地产，还能增加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机会。
（２０２００１１６ＺＪＷ②）
然而，Ｊ湖景区规划刚提出不久，一篇报道揭露了Ｊ湖的严重污染状况及其

对居民生活的危害。
每至夏日，湖面被芡实严严实实盖住，太阳一落，蚊子苍蝇嗡嗡飞，严

重影响着居民生活和家庭生产，引起大规模民众投诉③。
公众诉求和舆论报道引致上级政府对Ａ市考核施压，Ｘ书记主动转换“身

份”，开展污染治理，重视生态保护。
Ｘ书记当时压力非常大，很多地方的负面新闻就会导致一个官员下台。

（２０２００１１５ＦＧＬ）
Ｘ书记要求尽快做好Ｊ湖国家湿地公园的申报工作，并迅速带领相关同

志赴周边已申报成功的县市学习经验。（２０２００１１５ＧＬＺ）

２３１

◆论文

①

②

③

三大目标：力争３年内城市框架全面拉开，５年内基本建成中等城市；力争提前３年
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在２０１７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访谈资料编码说明：８位数字为访谈日期，年４位＋月２位＋日２位；前两位英文字
母为受访者所属单位；最后一位字母为受访者姓氏的首字母。下同。

资料来源：荆楚网－湖北日报（２０１３）． 图文：天光何时映湖水，网易新闻网：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１６３ ｃｏｍ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９７ＥＥＡ４２Ｍ０００１４ＡＥＤ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５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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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Ａ市获得国家林业局批准开展Ｊ湖国家湿地公园项目试点建
设。此时，经济发展仍是政府的中心工作，只是迫于舆论压力，生态保护工作
的地位有所提升。在发展与污染治理双重压力下，Ａ市主动承接国家湿地公园
建设项目。

（二）边缘响应（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搭配“湖长制”开展面源治污
随着国家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大，Ａ市选择以直接治理湖面污染的方式来显示

其对生态治理以及民众诉求的重视。在市委、市政府的联合工作下，Ａ市制定
“退渔还湖”政策，通过终结湖泊承包经营关系和清除非法围湖、围网养殖两种
策略，解决了由种植、养殖引发的湖面污染问题。

解除承包经营合同工作相当艰难，我们当时就高额的补偿金问题和承包
商老板们扯皮了很长时间。但是为了快速解决污染，政府最终还是花了极
大代价。（２０２００１１５ＳＬＬ）
为有效改善水质，Ａ市建立了湖库保护和管理联合执法制度，定期组织巡查

执法，譬如每月开展一次湖泊污染源现场检查，每季度进行一次水质监测。此
外，市政府还投资１０多万元，在湖泊区域安装１５个监控探头进行实时监控。

水体治理常常涉及不同部门、不同区域，容易由于治理职能和边界的交叉
而陷入“九龙治水”困局（胡春艳等，２０２０）。２０１５年底国家全面推行（河）
湖长制，Ａ市积极响应并建立Ｊ湖的“湖长制”，从市到村的三级主要领导负责
湖泊的生态保护。

Ｊ湖的面源治污工程取得了初步成效，负面报道带来的压力逐渐减弱，Ｘ书
记便将湖泊治理的责任逐渐下放至相关乡镇，市级政府的“注意力”再次回归
到经济发展的主导逻辑———建设百强县。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止步于面源治污和
“湖长制”政策的普遍性落实，生态保护和修复作为项目的核心工作并未真正
开展。

（三）集中突击（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生态文明建设转变为中心工作
２０１６年，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迎来了大转机。随着党和国家针对长江流域提

出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实现生态文明成为当时相关地方政府新的重
要任务。此时，Ａ市正逢市委书记换届，新书记Ｌ上任后便明确提出“三个坚
决①”，要求将Ｊ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成“生态治理的样板”，“只能成功，不能
失败（２０２００１１６ＺＪＷ）”。为此，Ａ市新设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指挥部，领导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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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个坚决：坚决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握工作重点、坚决落实工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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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和文化旅游公司更有效地开展工作。
指挥部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实际上就是专门用来实施督办。（２０２００

１１５ＧＬＹ）
指挥部由市政协主席Ｆ同志任组长，每个月现场办公两次左右；常务副

市长Ｎ同志任副组长，每周现场办公一次；另一副组长Ｙ同志常驻办公。
（２０２００１１５ＧＬＺ）
“一湖清水入长江，一江清水出Ａ市”是Ｌ书记提出的口号与决心。Ａ市通

过“环保＋公安”的执法模式双管齐下打击企业偷排偷放、超标排放等违法行
为，切断了外源性污染。但是，如何处理因长期过度用肥造成的水体中氮和磷
含量超标是最为棘手的问题。因为“一湖清水”的核心是降低污染物，提升水
质；而国家湿地公园建设的首要目标是保障湖水中生物物种的原生性和多样性，
水质的提升需遵从“全面保护”原则。

从治污的角度而言，化学凝结、清淤等方法具有见效快的优势，但可能给
生态系统带来“灭顶之灾”，因此，这些方案仅小面积试用后就被叫停。最终在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Ｗ主任的极力推荐下，Ｌ书记选择了“种草吸磷”这种见
效慢但不会彻底毁坏生态系统的治理方案。虽然在实施过程中，为保证种植的
水草不被啃食，Ａ市也采取了投用化学药物、打捞芡实和野菱角等措施，甚至
惊起“万鸟哀鸣”，但最终在舆论压力下，还是保留了约４００亩的野菱角专门作
为水鸟的栖息繁育地。

如果把浮叶都清除的话，须浮鸥就无法产卵，相当于杀死它①。
另外，为解决巨大的资金投入难题，国家湿地公园的基础设施被地方政府

以ＰＰＰ模式打包进市政项目中。在Ｌ书记的亲自督促下，Ｊ湖国家湿地公园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开展。

书记、市长听了很多次我们的方案，基本上每一两个月就要去现场办
公。（２０２００１１６ＺＪＷ）
总之，随着“共抓大保护”被重视程度的提升以及国家湿地公园验收时间

的临近，生态政策实践得到了政府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分配。在生态文明
的政策情境下，Ａ市在“一把手”的重视下集中所有力量加速Ｊ湖国家湿地公
园项目建设。

４３１

◆论文

① 资料来源：新京报（２０１９）． 清菱角被指捣毁浮鸥巢湖北一湿地公园称将保留４００
亩，新浪网： ｈｔｔｐ：／ ／ ｈｂ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ｎｅｗｓｊ ／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１９ ／ ｄｅｔａｉｌｉｈｙｔｃｉｔｍ３０４１８９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年８月２５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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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合利用（２０１９—）：以生态促旅游，以旅游养生态
经过５年的保护、修复和建设，Ｊ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境明显好转①。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尽管验收组专家指出Ｊ湖国家湿地公园存在人为干预过多等问
题，但认为整体基本符合标准、通过验收②。其后，Ａ市运用“以生态促旅游”
模式融合Ｊ湖国家湿地公园项目与旅游发展，将其作为开展生态教育的“自然
课堂”、省级“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综合治理示范项目和各种赛事的举办场
地。Ｊ湖还因此被评为“长江经济带美丽湖泊”，并成为Ａ市旅游业发展的“绿
色名片”。

换言之，国家湿地公园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有稳定的资金来保护和修
复生态，而在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以旅游养生态”也不失为维持公园
运转的一条可行路径。

要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需探索精细化技术，这都需要资金的支
持。我们会优先考虑降低成本，但是如果能通过公园带动旅游来反哺生态
治理的话当然更好。（２０２００１１６ＧＬＹ）
可以发现，Ｊ湖国家湿地公园通过验收后，对地方政府而言，外部考核压力

逐渐减弱，因此，Ａ市政府试图整合“生态文明建设逻辑”和“地方发展逻
辑”，形成“以生态促旅游，以旅游养生态”的可持续生态治理模式。不过，这
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Ａ市政府追求建成百强县的主导逻辑。

五、历时权变特征下的多重制度逻辑组合与组织响应策略

既有研究成果表明，组织总是存在于多重制度逻辑之中，且不同制度逻辑
之间往往互不兼容（吕德文，２０１９）。不过，研究者大多以静态的方式对多重制
度逻辑关系进行简化处理，较少进行制度复杂性演变的动态研究（Ｂａｔｔｉｌａｎａ ＆
Ｌｅｅ，２０１４）。但Ａ市Ｊ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政策实践历程（见表２）表明：地
方政府的场域本身具有历时权变性，新制度逻辑的增加和制度逻辑关系的变化
均可能导致组织场域的动态化；作为能动主体的地方政府必须采取情境化的行
动策略以回应场域内多重制度逻辑的要求；而地方政府多样化、差异化的策略
会使生态政策的实践面向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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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经济日报（２０１９）． Ｊ湖再现生态美，中国经济网：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ｅ ｃｎｃｙｓｃｓｔｗｍ／
ｇｄ ／ ２０１９０３ ／ ２５ ／ ｔ２０１９０３２５＿３１７３５３４７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５日访问。

资料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２０１９年试点国家湿地公园验收情况的通知》（林
湿发〔２０１９〕１１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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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Ｊ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政策地方实践的“多重制度逻辑组合－组织响应策略”
时间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９年—

多重制度逻辑 地方发展逻辑
生态保护逻辑

生态保护逻辑
地方发展逻辑

生态文明建设逻辑
生态保护逻辑

地方发展逻辑
生态文明建设逻辑

场域变化 政治晋升锦标赛
＋稳定经济发展

公众舆论压力
＋湖长制

“共抓大保护”
＋生态文明建设

通过验收
＋追求可持续发展

响应策略 主动承接 边缘响应 集中突击 整合利用
实践面向 主动申报 面源治污 全域治理 以生态促发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那么，在具有历时权变性的生态政策地方实践场域中，地方政府在不同阶
段到底面临哪些制度复杂性样态？又是采取何种策略来回应多重制度逻辑的压
力和要求？

（一）地方政府的动态场域与制度复杂性的不同样态
如前所述，当前学界的主流研究在政策执行范式下对地方政府所处场域的

复杂性和动态性缺乏足够关注。但是，Ｊ湖国家湿地公园项目建设历程却表明，
地方政府在实践生态政策过程中面临着多变的情境。首先，组织场域受制度压
力影响而变化。在中国单一制下，中央政府通过发布政策、“晋升锦标赛”等方
式直接影响地方政府（李林倬，２０１３），但中央政府的“注意力”并非固定的，
因此地方政府将会随之改变政策议程来积极回应中央及上级政府的需求。２０１６
年前后生态文明建设在党和国家政治议程中的提升即为典例。其次，主要行动
者的变动及其对制度压力的理解差异也会改变场域（Ｇｅｓｔｅｌ ＆ Ｈｉｌｌｅｂｒａｎｄ，
２０１１）。更直接地说，生态政策实施会受到地方政权“一把手”的“注意力”
影响。如新上任的Ｌ书记与原Ｘ书记对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这就导致生态政策在不同时期的议程层次也有所差异。最后，生态政策本身及
地方政府的前期行动会产生累积效应进而推动场域演化。尽管国家湿地公园项
目是地方政府主动申请的，但获得试点后便会受强制性约束，必须在规定时间
内按要求建成。而且随着验收时间的临近，生态政策模糊性不断降低、硬性标
准逐渐明显，地方政府压力强度随之增加。总之，无论是中央政策焦点的变迁，
还是地方政府“注意力”的调整，抑或是生态政策自身的演化和公众舆论的变
化，都使得地方政府所处场域始终具有动态性。

一方面，国家湿地公园政策的地方实践会受到动态场域的影响；另一方面，
本身具有模糊性的生态政策嵌入地方后也会使原有场域更加复杂，进而形成不
同的制度复杂性样态。借鉴Ｂｅｓｈａｒｏｖ和Ｓｍｉｔｈ （２０１４）以“兼容性”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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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双变量的划分方法，可以将生态政策地方实践面临的制度复杂性划分为
四种理想类型（如图３所示）。具体而言：（１）分离型，是指组织面临着兼容
性低且一致性差的多重制度逻辑，各逻辑指向政府不同部门而非单一中心。追
求地方发展与申请国家湿地公园项目，尽管都可能争夺政府的“注意力”，但可
以由不同的部门进行响应。（２）竞争型，意味着多重制度逻辑既不兼容又都争
夺组织核心“注意力”。Ａ市在追求三大发展目标与开展Ｊ湖国家湿地公园全面
建设时，不仅任务目标不能兼容，且都需要“一把手”调动所有资源投入其中。
（３）耦合型，是指组织虽受到多重制度逻辑的约束，但这些任务之间具有相容
性。如生态文明建设时期的“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与国家湿地公园建设
尽管源于不同任务，却都致力于生态保护。（４）主导型，是指在多重制度逻辑
中组织面临的压力分指不同的方向，但相互之间的兼容性较强。如地方发展与
生态治理的任务虽不同，但地方政府可能会以生态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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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生态政策地方实践的制度复杂性类型
资料来源：作者参考Ｂｅｓｈａｒｏｖ和Ｓｍｉｔｈ （２０１４）文献自制。

动态的组织场域与制度复杂性为生态政策实施者———地方政府提供了碎片化
的策略空间。在这些空间中，一方面存在着多重制度逻辑，对地方政府产生压
力和约束，需要其积极回应；另一方面，多重制度逻辑交错非但不会促使地方
政府形成唯一的行为模式，反而为其提供机会进行自主的策略选择和组合（周
雪光、艾云，２０１０）。不可否认，在变动的组织场域中，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制度逻辑，对政府有着巨大的压力和吸引力。

（二）生态政策实践中地方政府的多样化策略
既然地方政府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制度逻辑，那么，现有自上而下基于“央

地关系”视角，认为地方政府在生态政策实施中仅充当消极被动执行者的认知判
断就与具体实践情形存在偏差（吕德文，２０１２）。就Ｊ湖国家湿地公园项目而言，
在近７年的时间里Ａ市政府采取了多种具有主动性的实践策略（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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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生态政策实践的复杂性及地方响应策略的多样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首先，通过申请国家湿地公园项目主动承接生态保护和修复责任。在追求
区域经济发展、回应公众舆论压力时，Ａ市在主要领导指示下积极安排职能部
门外出学习，组织力量申请国家湿地公园项目。尽管申请的初衷未必与国家湿
地公园政策的核心目标完全一致，但是，地方政府的积极主动至少表明其愿意
将生态政策目标纳入到自己的职能范围内，以本级政府资源去规划、建设，并
接受国家湿地公园政策的约束和管理部门的验收评估。

其次，冲突型多重制度逻辑下的生态政策边缘性响应。国家湿地公园试点
项目获批的前两年，Ｘ书记将实现“三大目标”作为Ａ市政府的主导性逻辑，
国家湿地公园项目由于投入大、建设周期长，难以容于主导制度逻辑中（吕捷
等，２０１８）。但是，面对公众的污染治理诉求以及上级政府对生态问题的重视，
Ａ市政府还是引导相关部门建立湖泊管理组织，开展“退渔还湖”和湖面污染
治理工作。虽然没有实质性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但地方政府明晰了Ｊ湖产权并
进行了面源治污，客观上也是在落实生态政策。

再次，生态文明背景下的集中突击建设。当政策环境发生变化，生态文明
建设突出为高阶政策（任鹏，２０１５）时，尽管它和国家湿地公园政策在目标上
存在差异，但任务内容却高度耦合。在“打造样板工程”的目标下，领导重视
程度之高、组织结构设计之全、资源动员范围之广都史无前例。在高压的政治
势能下（贺东航、孔繁斌，２０１１），Ｊ湖国家湿地公园不仅根治了污染，而且全
面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最终通过了国家评估验收。

最后，以促进主导制度逻辑为目标对多重任务进行整合重构。面对“压力
型体制”和“晋升锦标赛”体制带来的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持续性压力，
处于多重制度逻辑中的Ａ市政府，必须对生态治理等多种任务进行打包、整合，
在不同政策之间互相借力（周雪光，２０１５），并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协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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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资源。一方面，将国家湿地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打包进市政工程的ＰＰＰ项
目“大盘”中以解决财政问题，使生态政策得以落实；另一方面，利用国家湿
地公园这一“国字号”绿色名片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以生态促旅游，以
旅游养生态”。

显然，处于多重制度逻辑下的地方政府采取了多样策略实践生态政策，既
有主动承接，也有边缘性响应甚至搁置政策，更有将生态政策整合进其他政策
议程中再加以大力推进。无疑，Ｊ湖国家湿地公园项目从申请、建设到后期运
营，几乎都是嵌入到其他政策或目标之中，本身并没有成为独立的政策目标或
政策议程。这是由于生态政策本身的模糊性，使其具有可搭配性。但也正因如
此，国家湿地公园最终才得以建成，生态政策的主要目标在地方政府追求其他
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才得以附带实现。

（三）生态政策地方实践的复杂面向
生态政策地方实践中的各种“搭配性”策略对政策目标的实现有何影响？

通过Ｊ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历程可以看出，生态政策地方实践会产生多样的复杂
面向。

一方面，生态政策任务被地方主动承接，政策主要目标由地方自主实现。
如前所述，国家湿地公园建设采用“申报－验收”模式，需要地方政府组织利
用自身资源来完成。这类政策“符号性”强、耗金量大，从经济角度考虑是
“负担型”政策，但地方政府借助生态政策本身的模糊性，将其搭配到地方发展
的其他目标和政策中，总体上实现了生态保护和修复目标。比如Ｊ湖国家湿地公
园最终不仅解决了生态污染问题，而且将原来生产性的湖泊明确为生态性公园，
健全了各种基础设施并基本达到国家验收的标准。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实践过程中对生态政策进行了理解、转译和拼接，
生态政策的实践结果与原本目标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生态政策本身很难独立
成为主导性制度逻辑，只能“搭载”地方其他政策得以实践，如经济发展、生
态文明建设等主导性政策议程。在这些政策“顺风车”中，处于动态场域中的
地方政府对生态政策目标进行理解和再解释，将原有政策目标拆解并拼接、整
合到当时的各种主导工作中，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如此一来，生态政
策的目标，甚至是核心目标如“全面保护”可能就被搁置甚至抛弃；而被实现
的则可能是生态政策的次要目标，如生态利用与发展。另外，在实践中，地方
政府可能为了其他目标或为了在短期内达到验收的某项标准，采取与政策目标
相悖的措施，如毒鱼护草、除菱保水以及过多景观建设等。

当然，生态政策地方实践也可能带来“意外”后果，如地方政府在长期的
政策实践过程中，逐步学习、理解和接受生态政策观点，使原本薄弱或者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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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生态观念被树立起来，并成为当地政府的选择偏好。更为重要的是，
当国家湿地公园这类生态政策嵌入地方后，不仅本身不可逆转，而且会成为地
方的资源并不断得到保护和强化，从而使生态政策目标得以持续实践。

六、结论与讨论

生态政策作为一类特殊政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对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其实施效果直接关乎民
众的美好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这类政策本身具有模糊性，导致其
实施过程很难如同经济发展政策那样可以进行量化考核，因而呈现出高度复杂
性。本文引入制度复杂性视角，通过Ｊ湖国家湿地公园案例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尽管中国实行单一制，但生态政策的地方实践主体并非面临着稳定一致
的政策环境，且生态政策的引入会加剧组织场域的动态性。第二，组织场域的
变化会导致多元的制度复杂性样态，引致地方政府对生态政策的理解产生差异，
进而使生态政策在地方政府中心工作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第三，地方政
府在变动的制度复杂性中会采取不同策略来响应生态政策，而非单一、稳定的
行为模式。第四，生态政策本身的模糊性导致其在地方实践过程中具有“搭配
性”，几乎很难直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导性制度逻辑，但这种“搭配性”可能正
是生态政策得以落实的机制。这进一步证明了当生态政策嵌入具有历时权变性
的地方政府行动场域时，其落实过程不是单纯的政策执行，而是带有广泛自主
空间的政策实践。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不仅揭示了地方政府面临的多重制度逻
辑，还打开了生态政策地方实践的“黑箱”。

生态政策地方实践的复杂面向也进一步表明，生态政策的模糊性，既为其
低成本实践提供了便利，也可能导致部分甚至核心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对中国
而言，有效落实模糊性生态政策的关键不仅在于自上而下的政策安排与激励约
束，更需尝试从赋能授权的角度重塑央地关系，重视引导发挥地方自主性，提
升地方政府在动态复杂场域中实践生态政策的能力。除此之外，如果国家认为
地方政府的“搭配性”实践会侵蚀政策的主要甚至根本目标，可以在顶层设计
方面降低政策的模糊性、加大监督力度，或者构建新的政策执行机制，如中央
直接管理；如果地方政府仍然采用“搭配性”方式落实，则需加大对地方政府
的财政支持与激励力度，并建立畅通的信息反馈和监督机制。

诚然，本文虽然对生态政策地方实践的复杂面向及其逻辑进行了深刻揭示，
但仍留有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比如，国家湿地公园Ｊ湖项目能够在多大程度
上代表生态政策的普遍面向？生态政策模糊性的差异会带来怎样的实践多样化？
同一时间、不同地方政府以及不同项目下的生态政策实践会有何种差异？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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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本身超出了文章的研究范围和篇幅承载能力，有待日后更系统完善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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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Ｆ Ｃｏｕｎｔ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６：３５ － ３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毛益民（２０１４）． 制度逻辑冲突：场域约束与管理实践． 广东社会科学，６：２１１ － ２２０．
Ｍａｏ，Ｙ． Ｍ． （２０１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６：２１１ － ２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冉冉（２０１４）． 中国环境政治中的政策框架特征与执行偏差． 教学与研究，５：５５ － ６３．
Ｒａｎ，Ｒ．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５：５５ － ６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冉冉（２０１９）． 如何理解环境治理的“地方分权”悖论：一个推诿政治的理论视角．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４：６８ －７６．
Ｒａｎ，Ｒ． （２０１９）． Ｕｎｐａ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ｌａｍｅ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４：６８ － ７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任丙强（２０１８）． 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的激励机制研究：基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 中国行政管理，
６：１２９ － １３５． 　
Ｒｅｎ，Ｂ． Ｑ．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ｏ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６：１２９ － １３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任鹏（２０１５）． 政策冲突中地方政府的选择策略及其效应． 公共管理学报，１２（１）：３４ － ４５ ＋ １５４ － １５５．
Ｒｅｎ，Ｐ．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２（１）：３４ － ４５ ＋ １５４ － １５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荣敬本（１９９８）． 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Ｒｏｎｇ，Ｊ． Ｂ． （１９９８）．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Ｌｅｖｅｌ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ｉｌｅｒ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孙志建（２０１２）． “模糊性治理”的理论系谱及其诠释：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３：５５ －
７１ ＋ １２７． 　
Ｓｕｎ，Ｚ． Ｊ．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 Ｎｅｗ Ｗａｙ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３：５５ － ７１ ＋ １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唐啸、胡鞍钢、杭承政（２０１６）． 二元激励路径下中国环境政策执行———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发现． 清华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３１（３）：３８ － ４９ ＋ １９１．
Ｔａｎｇ，Ｘ． ，Ｈｕ，Ａ． Ｇ． ＆ Ｈａｎｇ，Ｃ． Ｚ． （２０１６）． Ｂｉｎａｒｙ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１（３）：３８ － ４９ ＋ １９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汉生、王一鸽（２００９）． 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 社会学研究，２４（２）：６１ － ９２ ＋ ２４４．
Ｗａｎｇ，Ｈ． Ｓ． ＆ Ｗａｎｇ，Ｙ． Ｇ． （２００９）． Ｔａｒｇ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４（２）：６１ － ９２ ＋ ２４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理查德·斯科特（２０１０）． 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 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Ｓｃｏｔｔ，Ｗ． Ｒ． （２０１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Ｙａｏ，Ｗ． ＆ Ｗａｎｇ，Ｌ． Ｆ． 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袁方成、姜煜威（２０２０）． “晋升锦标赛”依然有效？———以生态环境治理为讨论场域．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９（３）：６２ － ７３． 　
Ｙｕａｎ，Ｆ． Ｃ． ＆ Ｊｉａｎｇ，Ｙ． Ｗ． （２０２０）．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 Ｓｔｉｌｌ Ｗｏｒｋ？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ｓ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９（３）：６２ － ７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１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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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兴菊（２０１７）． 地方性知识与政策执行成效———环境政策地方实践的双重话语分析． 公共管理学报，１４（１）：
３８ － ４８ ＋ １５５ － １５６． 　
Ｚｈｏｎｇ，Ｘ． Ｊ． （２０１７）．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４（１）：３８ － ４８ ＋ １５５ － １５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飞舟（２００９）． 锦标赛体制． 社会学研究，２４（３）：５４ － ７７ ＋ ２４４．
Ｚｈｏｕ，Ｆ． Ｚ．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４（３）：５４ － ７７ ＋ ２４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雪光（２００８）． 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 社会学研究，６：１ － ２１ ＋ ２４３．
Ｚｈｏｕ，Ｘ． Ｇ． （２００８）． 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６：１ － ２１ ＋ ２４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雪光（２０１５）． 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 开放时代，２：８２ － １０２ ＋ ５．
Ｚｈｏｕ，Ｘ． Ｇ．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ｏｒｙ． Ｏｐｅｎ Ｔｉｍｅｓ，２：８２ －
１０２ ＋ 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雪光，艾云（２０１０）． 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４：１３２ － １５０ ＋ ２２３．
Ｚｈｏｕ，Ｘ． Ｇ． ＆ Ａｉ，Ｙ． （２０１０）．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ｏｇｉｃｓ 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４：１３２ － １５０ ＋ ２２３．

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１）． 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间谈判的一个分析模型———以环境政策实施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
５：８０ － ９６．
Ｚｈｏｕ，Ｘ． Ｇ． ＆ Ｌｉａｎ，Ｈ． （２０１１）．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５：８０ － ９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ｔｔｉｌａｎａ，Ｊ． ＆ Ｌｅｅ，Ｍ． （２０１４）．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Ｈｙｂｒｉ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ｎａｌｓ，８（１）：３９７ － ４４１．

Ｂｅｓｈａｒｏｖ，Ｍ． Ｌ． ＆ Ｓｍｉｔｈ，Ｗ． Ｋ． （２０１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ｓ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Ｖａｒｉｅ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３９（３）：３６４ － ３８１．

Ｄｕｒａｎｄ，Ｒ． ，Ｒａｏ，Ｈ． ＆ Ｍｏｎｉｎ，Ｐ． （２００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ｏｑｕｅ Ｖｉｌｌｅ：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Ｃｕｉｓｉｎｅ ａｓ 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Ｇ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０８（４）：７９５ － 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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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政策的地方实践：场域、策略及效果◆


